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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完全信息条件下的有效劳动论
Ξ

陈志烨

　　摘要: 本文首先在确认理性人的不完全信息性特点的基础上,联系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的存在的探解,

从自然客观与社会客观角度分别提出了“技术有效劳动”与“社会有效劳动”范畴。接着,以“有效劳动”范畴

为依凭,对政治经济学及经济实践中的若干疑难与热点问题,如新劳动价值论一元论的价值规定问题,本

来含义的从价值到生产价格的转形问题,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区分问题,知识产品生产者的地位问

题,收入分配原则问题以及劳动生产力定义与劳动生产力提高途径问题进行了思考。

关键词: 理性　不完全信息　有效劳动

　　从“同类劳动往往有着不同的劳动生产率”这个事实,我

们可以得出“同类劳动就结果看并不同样有效”的认识; 在此

认识基础上, 我们感到了有提出“有效劳动”这一概念的必

要。①问题是应当如何或从一个怎样的角度把它提出来。对

此,笔者认为,要正确地提出“有效劳动”这一概念,仅仅注意

到“同类劳动往往有着不同的劳动生产率”这一事实是不够

的, ②我们还须首先提出并解答“理性者是否为完全信息者”

的问题才行。③基此考虑,笔者将在本文第一部分中就“理性

者是否为完全信息者”的问题作一探讨。本文第二部分将联

系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的存在的探解,从自然客观与社会客

观角度,分别提出“技术有效劳动”与“社会有效劳动”范畴。

本文第三部分将以“有效劳动”这一范畴为依凭,对当前政治

经济学与经济实践中的若干疑难与热点问题作些探讨。

一、理性人的不完全信息性

“理性人是否为完全信息者”的问题本应当是经济学的

一个基础性问题④。遗憾的是,经济学对此一问题似乎已不再

理会。这是什么原因呢? 我们认为,一个重要原因是,经济学

自从哲学中独立出来后,它对“理性”这一范畴的指涉与哲学

对同一范畴的指涉已有了明显的区别。在经济学那里,理性

指一种行为方式,它适合实现指定目标,而且在给定条件和

约束的限度之内; 而在哲学看来,理性指的是人类所特具的

用以探索自然与社会奥秘即真理的认识能力。⑤所以说,经济

学的理性概念指涉的只是一种计算理性或形式逻辑理性,而

哲学的理性概念指涉的则是一种认知理性。前者显然撇开了

人类的认识能力对外在世界即自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因而

也就谈不到“理性者是否为完全信息者”的问题。考虑到哲学

上的认知理性概念对于我们建立“有效劳动”范畴并进而对

考察经济学或经济问题的重要性,笔者建议经济学扩展其视

野,接受哲学上的认知理性概念。当然,经济学要想接受哲学

上的认知理性概念,它是必须从其独立地盘上往后回撤的,

是必然将其“根”深植到一定哲学形态之“土壤”中的。

下面我们从哲学的认知理性视角,谈谈“理性者是否为

完全信息者”的问题。在哲学史上,最早的一些哲学家是认定

理性者为完全信息者的,例如赫拉克利特就曾认为“躲在”事

物之中的自然的真理是能被人们的“思想”(相当于“理性”)

所获得的,而阿那克萨哥拉则认为人们凭借理性能够把握万

物的始基“种子”。启蒙运动早期,人们基于笛卡尔与莱布尼

兹—沃尔夫学说较为普遍地相信理性是至上万能的,认为人

们凭借理性就可以完全地认识自然与社会。只是到了 18世

纪下半叶,当伟大哲学家康德的著作《纯粹理性批判》一书问

世之后,人们才认识到理性并不是万能的,而是有限的,是应

当被严格地划定在“自在之物”以外的现象界之内的。康德之

后,黑格尔运用辩证逻辑方法对绝对精神的至上性原则作了

辩证的思考,认为理性思维经过辩证运动,完全可以同一于

(以黑格尔本人的术语说即“外化为”)自然与社会。黑格尔之

后,马克思与恩格斯基于自己的辩证唯物主义立场,认为既

不存在康德的所谓“自在之物”,也不存在黑格尔的所谓“绝

对精神”; 在他们二人看来人类对自然与社会的认识是一个

也必然是一个永无止境的上升过程。因此,总起来讲,就“理

性者是否为完全信息者”的问题而言,哲学界是分为了三大

派的: 第一派认为理性者不论何时都是不完全信息者,并且

认为认识不可以达于“自在之物”; 第二派认为理性者是完全

信息者,或理性者在一定阶段上虽是不完全信息者,但最终

却可以成为完全信息者; 第三派认为,理性者不论何时都是

不完全信息者,不过不能被人类理性所认识的“自在之物”却

并不存在,因为人类对自然与社会的认识是可以无止境地上

升的。

考虑到作为自然之产物且经长期进化而形成的社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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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在理智上的逻辑思维特点以及唯物主义的物质观,我们

认为理性者无论何时都只是不完全信息者,而且,鉴于经现

代物理科学所证实的海森伯测不准原理, ⑥我们同时还认为

理性者的认识能力只能达于一定的限界之内。⑦

为便于阐明笔者在上面给出的有关“理性者是不完全信

息者”的论断,这里有必要予“理性”与“不完全信息”或“完全

信息”以精细的定义。笔者认为, 理性应指人的一种认识能

力,这种能力不仅要求行为主体对于其一定行动的互不重叠

的可能后果及每一后果的可能性大小 (数学上叫概率)产生

设想,而且要求所设想的概率和为 1,即满足所谓概念的一致

性条件。⑧假使上述设想中的可能后果的概率分布 (也叫主观

概率分布)能够无条件地合乎由行动本身及行动之客观条件

(指行动工具、对象,与各种环境如气候、生态等)
·
状
·
况所保证

的所谓客观概率分布,我们就把上述行为主体称为完全信息

者;否则,就是不完全信息者。

理性人必定是不完全信息者。原因是,就理性行为主体

每次所设想的可能后果而言,由行动本身及行动之客观条件

状况保证的客观
·
概
·
率之和不会等于 1,实际上是会小于 1,因

为就一定的行为而言,我们总是难以担保不会有一些可能后

果要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而发生。从唯物主义角度论,充当

人类行为对象的是具有物质性的周边环境,而物质性即客观

实在性的特性之一即在于作用,换句话说在于矛盾,这就使

得保证主观概率和为 1的一致性理性要求,不是与周边环境

的物质性特性相合而是相背。

二、不完全信息条件下劳动在
二重意义上的客观有效性

　　11劳动在技术意义上的客观有效性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 马克思与恩格斯共同认

为,以生产劳动为中介的人与自然的统一是人的存在的第一

层面,即最基础的层面⑨。他们指出: 生产劳动是一切人类生

存的第一个前提。人们为了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

了生活,首先需要吃穿住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

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那么,从自然客观角

度看,人类的生产劳动在人对自然的关系上即技术意义上是

否都是有效的呢?笔者认为,其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劳动者作

为理性的生产者必然只是不完全信息者,因而,为劳动者所

预设的互不重叠的若干可能劳动后果的主观概率之和必定

要高于这些可能后果的客观概率之和。为说明问题起见,我

们假定劳动者仅预设了一种可能后果的情形,设此后果为 e,

客观概率为Π,主观概率为Π’,则有Π< Π’= 1。假定此时劳动

者为了达到预期后果 e 而付出的劳动时间为 t,则由于 e 发

生的客观概率仅为 Π,所以在劳动时间 t 中,仅有 (Π·t)量是

在前述技术意义上客观有效的量。如果我们考虑到劳动作为

一种有目的性的活动,而把劳动当作矢量看待的话,则我们

可以将劳动作图 1所示的矢量分解。

其中倾角 Α的余弦值等于 Π,即 Α= ûarcco sΠû ,以后我们

称图 1中的劳动矢量OL的分矢量O T为技术意义上的客观

有效劳动,或简称为技术有效劳动。

图 1

21劳动在社会意义上的客观有效性

同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恩格斯除了

认为以生产劳动为中介的人与自然的统一是人类存在的第

一层面之外,还认为,以交换活动为中介的个人与社会共同

体的统一是人的存在的第二层面。βκ他们认为,个体在生产中

不仅仅同自然界发生关系,而且也必然与另外一些个体发生

关系。“他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

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

联系和关系; 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

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βλ那么从社会客观

角度看,在技术意义上有效的劳动在适合社会需要的意义上

是否必定是有效的呢?笔者认为,其答案同样是否定的,因为

劳动者作为理性的社会生产者也必然只是不完全信息者。让

我们取简单情形,假定劳动者生产的产品适合社会需要的客

观概率为p (0≤p < 1) ,那么尽管劳动者事先设想的主观概率

为 1,劳动者的技术有效劳动时间 (Π·t)在社会意义上的客

观有效量也只能是 Π·p·t。若设想一定社会的静态的呈现

出循环特点的物质资料再生产过程为图 2中的圆圈所示,则

我们可以将所考察的大小为 (Π·t)的劳动矢量O T沿物质资

料再生产循环轨道方向进行分解,得到大小为 (Π·p·t)的

分矢量O S。以后称图 2中的O S为社会意义上的客观有效劳

动,或简称为社会有效劳动。

图 2

三、以“有效劳动”范畴为依凭对政治经济学
及经济实践中若干疑难与热点问题的思考

　　11关于新劳动价值论一元论的价值规定问题
继苏星先生发文《劳动价值论一元论》之后, βµ谷书堂、柳

欣二先生发文《新劳动价值论一元论》与苏星先生就有关问

题进行了商榷, βν随后,何炼成教授发文《也谈劳动价值论一

元论》对苏、谷之争进行了评论。βο该评论倾向于认为谷、柳二

先生所建构的新劳动价值论一元论由于在价值规定上的模

糊失据,因而难以成立。现在看来,这个评论虽有某些地方值

得修改,但总的看法却仍然是正确的。不过,这里笔者有必要

指出,谷、柳二先生建构的新劳动价值论一元论虽难以成立,

91



但他们敢于进行理论创新的精神则是应当予以肯定的。此

外, 谷、柳二先生把“同类劳动往往有着不同的劳动生产率”

作为其建构新劳动价值论一元论的重要依据,这本身也是正

确的。我们认为,谷、柳二先生所建构的新劳动价值论一元论

之所以不能令人信服,关键原因恐怕是他们没有考虑到理性

人的不完全信息性,进而从自然客观的角度提出技术意义上

的“有效劳动”范畴,并以之作为商品价值规定的依据。对此,

笔者建议用耗费在商品上的技术意义上的客观有效劳动时

间量来规定此一商品的价值量。显然,在所建议的这种商品

价值规定下,我们可以建立起一种新的劳动价值论一元论,

而且在这种新的劳动价值论一元论看来,单个商品的价值量

是不变的,而一定劳动时间生产的总商品的价值总量则与劳

动生产率成正比。同老的劳动价值论一元论即马克思劳动价

值论一元论相比,这里,我们可以立即感受这种新的劳动价

值论带给我们理解上的好处,即可以不考虑经济学用语与日

常用语之间的差别而较为容易地理解这样的问题: 为什么在

落后国家人们的劳动小时数比发达国家多得多的情况下,创

造的价值却比发达国家少得多。据统计,劳动小时总量较少

的美国、日本等 24 个高收入的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人均国民

收入是劳动小时总量较多的莫桑比克、坦桑尼亚等 45 个低

收入国家的 40倍。βπ

然而,我们并不认为上述这种新的劳动价值论一元论就

是对老劳动价值论一元论的发展。可以说,二者用语虽然不

同,但解释力却是一样的。例如:试论在劳动时间不变时生产

技术水平的提高对单位商品价值及总商品价值总量的影响。

按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劳动时间不变时生产技术水平的提

高将使单位商品的价值下降,而总商品的价值总量则不变;

按上述新的劳动价值论一元论,则影响为单位商品的价值量

不变,而总商品的价值总量则增加。表面上看,按马克思劳动

价值论所作的解释与按新的劳动价值论所作的解释相互矛

盾,二者的解释力似乎并不一样。其实这是一种误解。人们错

误地把两个内涵不同的价值概念当作一回事了; 再者,我们

判定两种理论的解释力是否一样的标准应当是看这两种理

论能否彼此对应一致地对同一因素的影响作出反映,而不是

看彼此间的反映是否相同。

21本来含义的从价值到生产价格的转形问题

本来含义的从价值到生产价格的转形问题,指的是马克

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专门作过论述的从价值到价值形态

的生产价格而不是货币形态的生产价格的转形问题。全面地

看,这种本来含义的从价值到生产价格的转形,其实应当包

含下述三个方面的小问题,即 (1)价值为什么要转形为生产

价格; (2)价值怎样转形为生产价格; (3)价值转形为生产价

格后,总剩余价值与总利润是否相等。或者最起码也应当包

括前面两个方面的问题。βθ以下谈谈笔者对上述三个问题的

理解。

先谈第一个问题。笔者认为,价值之所以要转形为生产

价格,关键原因是任何劳动者,作为理性的生产者都是不完

全信息者,在他们每个人的劳动同各自劳动的社会有效劳动

之间存在着区别,且彼此的社会有效劳动量与劳动量之比又

不一样。βρ

再谈第二个问题。为说明问题起见,假使有两个劳动矢

量OL 1、OL 2, 大小分别为 l1、l2, OL 1的技术劳动矢量为O T 1,

大小为 l1·Π1 (0≤Π1< 1) , O T 1与物质资料再生产循环轨道

方向间的倾角为 Α, OL 2的技术劳动矢量为O T 2,大小为 l2·

Π2 (0≤Π2< 1) , O T 2与物质资料再生产循环轨道方向间的倾

角为Β,那么OL 1的价值量 l1 与OL 2的价值量 l2将依社会有效

劳动量之比即 l1Π1co sΑ∶ l2Π2co sΒ的比例转形为各自的生产

价格, 即OL 1的生产价格为
( l1+ l2) l1Π1co sΑ

l1Π1co sΑ+ l2Π2co sΒ, OL 2的生产价

格为
( l1+ l2) l2Π2co sΒ

l1Π1co sΑ+ l2Π2co sΒ。由于 l1 + l2 =
(l1+ l2) l1Π1co sΑ

l1Π1co sΑ+ l2Π2co sΒ+

(l1+ l2) l2Π2co sΒ
l1Π1co sΑ+ l2Π2co sΒ,所以总价值与总生产价格相等,即价值转

形成了生产价格。

最后谈第三个问题。为说明问题起见,我们进一步假设

再生产单位劳动力所需社会有效劳动时间为 k, OL 1的劳动

力数量为 n1,OL 2的劳动力数量为
l2
l1
·n1,记为 n2,即

l2

l1
·n1

= n2, n1·k 小于 l1Π1co sΑ, n2·k 小于 l2Π2co sΒ, 则在此情形

下,劳动OL 1的剩余价值为 ( l1-
n1·k
Π1co sΑ) ,劳动OL 2的剩余价值

为 ( l2-
n2·k
Π2co sΒ)。显然,这里总的剩余价值是 ( l1+ l2-

n1·k
Π1co sΑ

-
n2·k
Π2co sΒ)。现在我们来看当对成本价格作出不同规定时的总

的利润情况。

(1)成本价格为生产价格形态的成本价格。此种情况下,

OL 1的利润为:

( l1+ l2) l1Π1co sΑ
l1Π1co sΑ+ l2Π2co sΒ-

( n1·k
Π1co sΑ+

n2·k
Π2co sΒ) l1Π1co sΑ

l1Π1co sΑ+ l2Π2co sΒ ,

同样OL 2的利润为:

( l1+ l2) l2Π2co sΒ
l1Π1co sΑ+ l2Π2co sΒ-

(
n1·k
Π1co sΑ+

n2·k
Π2co sΒ) l2Π2co sΒ

l1Π1co sΑ+ l2Π2co sΒ ,

总利润为:

( l1+ l2) l1Π1co sΑ
l1Π1co sΑ+ l2Π2co sΒ+

(l1+ l2) l2Π2co sΒ
l1Π1co sΑ+ l2Π2co sΒ-

(
n1·k
Π1co sΑ+

n2·k
Π2co sΒ) l1Π1co sΑ

l1Π2co sΑ+ l2Π2co sΒ -
(

n1·k
Π1co sΑ+

n2·k
Π2co sΒ) l2Π2co sΒ

l1Π1co sΑ+ l2Π2co sΒ

= l1+ l2-
n1·k
Π1co sΑ-

n2·k
Π2co sΒ,显然等于总的剩余价值。

(2)成本价格为价值形态的成本价格。此种情形下,OL 1

的利润为

( l1+ l2) l1Π1co sΑ
l1Π1co sΑ+ l2Π2co sΒ-

n1·k
Π1co sΑ,

OL 2的利润为:
( l1+ l2) l2Π2co sΒ

l1Π1co sΑ+ l2Π2co sΒ-
n2·k
Π2co sΒ,

总利润为:

( l1+ l2) l1Π1co sΑ
l1Π1co sΑ+ l2Π2co sΒ+

(l1+ l2) l2Π2co sΒ
l1Π1co sΑ+ l2Π2co sΒ-

n1·k
Π1co sΑ-

n2·k
Π2co s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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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1+ l2-
n1·k
Π1co sΑ-

n2·k
Π2co sΒ,显然等于总的剩余价值。

因此,不管是以上哪种情形,当总价值转形为总的生产

价格后,总的剩余价值总是能够等于总的利润,即总的剩余

价值能够同时转形为总的利润。如果要涉及上述两种情形间

的差别,那差别也不过是在 (1)、(2)两种情形下OL 1与OL 2各

自的利润并不相同。而对于这个差别,马克思在《资本论》第

三卷中是注意到了的βσ。

需要指出的是,在笔者的以上解答过程中,似乎没有涉

及平均利润率,因而也就似乎没有涉及在平均利润基础上依

据资本量形成利润并进而产生生产价格的过程,其实只是表

面上如此。笔者可以指出,上述的解答过程实际上蕴含着下

述的一个平均利润率, 即 [ ( l1 -
n1·k
Π1co sΑ

) + ( l2 -
n2·k
Π2co sΒ

) ]ö

( n1·k
Π1co sΑ+

n2·k
Π2co sΒ)。

依此平均利润率及被视为OL 1的价值形态的资本量

n1·k
Π1co sΑ, OL 2的价值形态的资本量

n2·k
Π2co sΒ,我们可以回头验证

前述OL 1与OL 2的生产价格。据马克思的有关论述, OL 1的生

产价格当为:
( n1·k
Π1co sΑ+

n2·k
Π2co sΒ) l1Π1co sΑ

l1Π1co sΑ+ l2Π2co sΒ +

( n1·k
Π1co sΑ+

n2·k
Π2co sΒ) l1Π1co sΑ

l1Π1co sΑ+ l2Π2co sΒ ·
( l1-

n1·k
Π1co sΑ) + (l2-

n2·k
Π2co sΒ)

(
n1·k
Π1co sΑ+

n2·k
Π2co sΒ)

=
(

n1·k
Π1co sΑ+

n2·k
Π2co sΒ) l1Π1co sΑ

l1Π1co sΑ+ l2Π2co sΒ +

[ (l1-
n1·k
Π1co sΑ) + (l2-

n2·k
Π2co sΒ) ] l1Π1co sΑ

l1Π1co sΑ+ l2Π2co sΒ

=
(l1+ l2) l1Π1co sΑ

l1Π1co sΑ+ l2Π2co sΒ,恰巧为OL 1的前述生产价格。

同样我们也可以验证,OL 2的前述生产价格。

此外,尚需说明的是,在以上推证与求解过程中,表面上

看似乎也没有涉及不变资本存在时的情况,其实也只是表面

如此,因为现实的生产运动是连续不断地进行的,人类最初

的生产并非就已经是
·
不
·
变
·
资
·
本存在条件下的生产,因此只要

历史地而非静态地看待生产则不变资本量是可以以其价值

形态计入累积的价值总量中去的,而在这同时我们考察的资

本量当然就只能是在动态上历史地不断累积的可变资本量。

31 关于生产物质产品与劳务产品的劳动孰是“生产劳

动”与孰是“非生产劳动”的问题

关于生产物质产品与劳务产品的劳动,孰是“生产劳动”

与孰是“非生产劳动”的问题, 本来马克思是说得非常明白

的,他说“资本家阶级的存在, 从而资本的存在本身, 是以劳

动生产率为基础的,但不是以绝对的劳动生产率为基础,而

是以相对的劳动生产率为基础。如果一个工作日只够维持一

个劳动者的生活,也就是说,足够把他的劳动能力再生产出

来,⋯⋯那么,绝对地说,这一劳动是生产的,因为它能够再

生产即不断补偿它所消费的价值 (这个价值额等于它自己的

劳动能力的价值)。但是,从资本主义意义上来说,这种劳动

就不是生产的,因为它不生产任何剩余价值。”βτ

由此可见,关于生产物质产品与劳务产品的劳动, 孰是

“生产劳动”与孰是“非生产劳动”的问题,马克思是从劳动生

产率与生产关系这两个角度进行理解的。就劳动生产率角度

而言,所谓生产劳动指的是所有能够将劳动力再生产出来的

劳动;而非生产劳动指的则是不能够把劳动力再生产出来的

劳动。就生产关系角度而言,生产劳动指除了能将劳动力再

生产出来外尚有剩余的劳动,非生产劳动指的则是所有不生

产剩余的劳动。当然,从生产关系这个角度所作的考察并非

就全然脱离了劳动生产率,它不仅没有脱离劳动生产率,而

且是一个建立在劳动生产率角度上的一个更高的观察角度。

下面为形象地区分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起见,我们把

恰好能自维持的劳动称为自足生产劳动, 以图 3 中的矢量

OC表示,并记其社会有效劳动矢量为OD ,OC与OD间的倾角

为 Η,于是,从劳动生产率角度看,生产劳动指凡是其倾角不

低于Η者,非生产劳动则可以定义为凡是其倾角低于Η者;而

从资本的角度看, 生产劳动可以定义为凡是其倾角高于 Η

者,非生产劳动可以定义为凡是其倾角不高于 Η者。

图 3

联系以上定义,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认为,那种把一个社

会的一些部门叫做生产部门,另一些部门则定义为非生产部

门的做法是不妥的。正确的观点应当是,一个社会中有些部

门,例如所有生产物质产品与劳务产品的部门是可以作生产

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区分的,而另一些部门,如生产知识产

品的部门则不可以作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区分。

41关于知识产品生产者的地位问题

任何劳动,作为有目的性的活动,都必定是有知识渗透

于其中的活动,无论这种知识是宗教知识也罢,科学知识也

罢。所以对于劳动而言,知识似乎是劳动主体必须首先具备

的。考察人类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在早期,同一劳动者既是

知识产品的生产者,同时也是知识产品的学习与应用者。随

着社会的发展,当社会有了剩余产品从而新的即非原始意义

上的社会分工出现之后,知识产品的生产者与知识产品的学

习与应用者才可能在身份上区分开来。而一旦区分开来,知

识产品的生产者便会面临着人们对其地位的追问问题。

笔者认为,知识产品生产者的地位取决于知识产品的作

用,而知识产品的作用则体现在一种应用后的非生产—生产

转换性 之中。当然,在这里,自然科学知识产品与社会科学

知识产品的性质是有别的。前者的性质应当说是一种应用后

的间接的非生产—生产转换性。因为自然科学知识产品被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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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后只在间接的意义上将生产物质产品与劳务产品的劳动

由非生产性劳动变换为生产性劳动,它的直接作用是增大一

定劳动的技术有效劳动时间,当然,随着一定劳动的技术有

效劳动时间的增大,它的社会有效劳动时间在技术有效劳动

同再生产循环轨道间的倾角不变时也是会增大的; 社会科学

知识产品的性质则不同,它的性质是一种应用后的直接的非

生产—生产转换性,因为它被应用后虽然并不能增大一定劳

动的技术有效劳动时间,但却能直接缩小技术有效劳动与再

生产循环轨道间的倾角,因而能直接放大既定大小的技术有

效劳动的社会有效劳动时间。

综上所述,无论是自然科学知识产品,还是社会科学知

识产品,都具有或间接或直接的非生产—生产转换性, 因而

对社会而言都是有着重大作用的。这里,我们不可以因为生

产知识产品的劳动不能算作生产劳动就认为它不重要, 同

样,我们也不可以因为生产知识产品的劳动者不是生产劳动

者就认为他们在社会上不可以有地位; 与此认识相反,笔者

认为,在一定意义上说,知识产品的生产者才是第一位的。脱

离了知识指导的劳动,不会成其为劳动,那只是一种盲目的

活动,是对体力的一种无端耗费,那里绝不会有劳动力的再

生产。

51关于收入的分配是应当搞“按劳分配”还是应当搞“按

生产要素分配”的问题

传统观点认为,“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是相互

排斥的。搞“按劳分配”就不能搞“按生产要素分配”,反过来

也是一样。随着改革实践的发展,一些人改变了上述的传统

看法,认为“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虽然不同, 但也

有着可以调和的方面,因此有些人便提出了寻找“按劳分配”

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的逻辑衔接点的问题。χκ

笔者认为,“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作为分配原

则,二者无论相同与否,都是谈不到可以进行逻辑衔接的问

题的。考虑到现实中的生产要素除了土地、资本与劳动力之

外,还包括企业家才能与管理等,笔者认为,如果“按劳分配”

中的“劳”指的是普通意义上的劳动或技术意义上的客观有

效劳动的话,那么,“按劳分配”是的确与“按生产要素分配”

相互排斥的,但如果“按劳分配”中的“劳”指的是社会意义上

的客观有效劳动,则“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二者不

仅并不排斥,而且是相互等同的。

至于现实中的收入分配是应当实行“按普通意义或技术

意义上的劳动分配”还是应当实行“按生产要素分配”的问

题,笔者的看法是,现实中的收入分配应当实行“按生产要素

分配”,即应当根据各人 (包括各类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向社

会提供的社会有效劳动时间量的大小来获取一定的报酬,根

本的原因是“理性者是不完全信息者”,直接原因则是理性者

的劳动不能全部而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客观有效。至于应当怎

样具体地实现“按生产要素分配”的问题,笔者认为在理论上

是可以采用边际增值法的办法来进行计算的,比如说,某人,

即一定生产要素的所有者通过将其一定量的生产要素投入

到一定劳动过程中使原有的社会有效劳动时间量增加了,则

这个增加量即应为该生产要素投入者依以向社会获取报酬

的比例量。

61劳动生产力定义及劳动生产力提高途径的问题

政治经济学中,“劳动生产力”常被简称为“生产力”。什

么是“生产力”呢? 孙冶方先生认为,“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中,生产力这一概念,包括两种含义,一是指生产水平、效率;

二者指生产力诸因素。二者是不可分的。”χλ但是,什么又是

“生产水平”或“效率”呢? 孙冶方先生没有进一步提出意见,

这大概是他把在这种意义上的生产力设想成了劳动生产率

的缘故。熊映梧先生认为,“生产力是一个系统”,具有“整体

性”、“均衡性、比例性”、“综合性”、“多层次性”等特点, 并且

依据自己提出的生产力系统观,指出了“假设 SP 代表生产力

系统, a, b, c, d,⋯, n 代表构成生产力的诸因素,则 SP≠a+ b

+ c+ d+ ⋯+ n, SP = f (a, b, c, d, ⋯, n)”。χµ这里熊映梧先生

第一次将生产力或他所说的生产力系统用一个数学公式进

行了表达。诚然,熊先生提出的上述表达式也的确表达了“生

产力是一个系统”的观点,可是,从他的这个表达式我们却仍

旧不能明白生产力究竟是个怎样的量,我们既不知道 SP 的

取值范围如何,也不知道 SP 与各变量之间究竟有怎样的关

系。至于为什么会这样,一个重要的原因恐怕是熊先生建立

的上述表达式实基于前述孙冶方先生提及的生产力第二个

含义而非第一个含义 (对于第一个含义,或许熊先生也还持

有与孙先生一样的观点)。要知道生产力的第二个含义虽与

第一个含义存在联系,但它毕竟只是处于从属地位。因此问

题不在于表达式,而在于定义本身,表达式实源于定义,而不

是相反。说“生产力是一个系统”仅仅是对生产力的描述而不

是对生产力的定义。

基于以上考虑,笔者愿意在此抛砖引玉,斗胆顺着前文

对“有效劳动”的有关论述,尝试性地将生产力区分为两种类

型,即相应于“技术有效劳动”的“技术意义上的生产力”, 简

称“技术生产力”,与相应于“社会有效劳动”的“社会意义上

的生产力”,简称为“社会生产力”,并定义前者为特定劳动的

技术意义上的有效劳动时间与该劳动的劳动时间之比,后者

为特定劳动的社会意义上的有效劳动时间与该劳动的劳动

时间之比。关于与这样定义的生产力有关的代数与几何表

达,本文限于篇幅,从略。

至于以上定义的技术生产力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途径,

笔者认为有以下两个:

(1)劳动者在不改变自己的知识水平及这种知识在工艺

上的应用程度时,可以依靠数量更多或质地状况更优的生产

资料或状况更好的自然环境来提高技术生产力,也可以依靠

状况更好的社会环境提高社会生产力。为什么? 这是因为随

着生产资料数量的增多,或其质地状况的变优及自然环境状

况的改观,劳动者的一定劳动行为发生预期劳动后果的客观

可能性会增大, 即此时一定劳动的技术有效劳动时间会增

大,即技术生产力会提高。依照同样的道理我们也可以理解

为什么随着社会环境状况的改善,劳动者的社会生产力会增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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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条个别劳动者生产力的提高途径对于一个具有

既定生产资料数量与质地状况以及既定状况自然与社会环

境的社会来说,还只能是消极性质的,因为虽然个别劳动者

可以依靠从其他人那里获取数量更多、质地状况更好的生产

资料以及状况更好的自然与社会环境来提高自己劳动的技

术或社会生产力,但其他人的技术或社会生产力却会因此而

下降,所以整个社会的技术或社会生产力并不会提高,相反,

有时还会因劳动者之间彼此强争更多数量或更优状况的生

产资料或更优环境的行为徒耗时间与精力而下降; 此外,即

使一个社会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状况可以改善,因而个别

劳动者的技术、社会生产力可以提高而不会使整个社会的技

术、社会生产力下降,可是这种生产力的提高也只能在一定

的限度内发生,它若超过一定限度,整个社会的技术、社会生

产力就难免会下降 (中国 20世纪“大跃进”时期及“文化大革

命”时期的情形即是如此) ,因为这里边有一个自然环境与社

会环境遭到破坏的问题,所以,笔者觉得这种生产力的提高

仍应归入消极提高之列。

(2)劳动者可以在生产资料数量与质地状况及环境状况

不变时,依靠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 (若这种知识在工艺上的

应用程度不降或下降幅度相对于知识水平的提高幅度为

小) ,或提高知识在工艺上的应用程度 (若知识水平不降或下

降幅度相对于知识在工艺上应用程度的提高为小)或同时提

高知识水平与知识在工艺上的应用程度来提高其技术或社

会生产力。显然,这种情形下某个劳动者的生产力的提高,并

不会对别的劳动者的生产力提高产生负面影响,因而整个社

会的生产力可以随个别劳动者生产力的提高而提高,甚至有

时会因各劳动者彼此之间在这种生产力提高上的竞赛,各劳

动者在知识产品生产上的专业化协作以及知识在工艺应用

上的互补共享,整个社会的生产力还会大大地增加起来,所

以在这里,个别劳动者生产力的提高已截然不同于前一种性

质的生产力提高,它是积极性质的。

总而言之,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存在着两个途径: 一是消

极提高,二是积极提高。在谋求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当今

时代,我们似乎更应该追求劳动生产力的积极提高。时代的

口号是:知识就是力量,环境也是生产力。

注释:

①经济学史上, 不少人例如斯密、马克思等虽然早就注意到了

“同类劳动往往有着不同的劳动生产率”这个事实, 但他们没有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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